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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其实

只有十一个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

域。而除了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

式，所以能够相对完整的理解人类社会），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

的某个有限局部。整个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学派都是对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

常常是不完全的组合的结果，而他们对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基本上决定了这些不

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所有十一种

基础范式，尽管这些范式的有限组合可以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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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社会科学中学派林立，而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一直纷扰不休，让人望而

生畏也令人迷惑不解。1 看起来，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将是无休止的：它们

之间的分歧无法被真正解决，它们只能宣称它们各自是更优越的学派。 
本文将试图从根本上厘清这一乱象。文章指出，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

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十一个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手

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而除了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

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式，所以能够相对完整的理解人类社会），

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某个有限局部。 
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的不同学派都可以被肢解（或是还原）成为上述

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常常不完全的组合；而他们对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基本上决

定了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由于几乎所有学派都建立在基础范式不完全组合

的基础之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这一

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全部十一种基础范式，并将它们“有机地综合

（organic synthesis）”在一起，2 尽管更少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

会事实（social facts）。 
本文对社会科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我想帮助社会科学家（特别

是博士生）们。在许多时候，研究生们在没有知晓这些基础范式时就忙于建立一

个（理论）框架。3 通过相对清晰地阐述这些基础范式，我希望给社会科学家提

供一个可以用来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平台，以图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第二，我

将提供一个能够用以评估社会科学各学派的相对优缺点的平台。我的目标不是推

动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以下的讨论进一步表明统一的社会科学是不可

能的）。4 因为不同的基础范式只能照亮社会的不同领域，而不是全部，组合不

同范式的不同学派在不同问题领域各有优缺点。第三，为迈向更有机的综合社会

科学奠定基础。许多社会科学家均承认各学派均有种种不足之处，要求把争吵不

休的学派综合起来，却没有为此制定路线图，他们的努力也就不怎么成功。这其

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学派对基础范式的偏好不相容，因而通常不能综合

在一起。本文认为，只有建立在各种基础范式基础上的综合才是可行的。 
本文其余部分展开如下：第一部分是一些重要的说明。第二部分列出九个基

石性的范式，然后予以严格的定义。在这里，我将以最纯粹的（或者说是极端的）

形式（见下文）来尽可能清晰和完整地阐述这些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核心假定；

并且探讨这些看似不相容的范式如何能进行有机的综合。第三部分讨论二种整合

                                                              
1 本文的“范式”专指基础范式，“学派”或“理论”指基础范式的组合后得出的结果。我将不讨论我所指的“范
式”和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Kuhn 1970; Lakatos 1970）。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

标签其实一直都受到质疑，更是因为我的讨论可以无须他们的标签。 
2 熊彼特曾用“有机”一词来评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Schumpeter 1970, 82），由于没有更好的表述，

本文决定沿用该词。笔者认为，有机综合的最核心标志是将不同范式所阐明的不同力量或方面之间的互动

作为一个是理解社会现实的关键变量。因此，有机的综合远不止“分析方法的多元化”那么简单，后者只不

过是把不同范式，或者甚至仅仅把学派塞进一个分析框架里，而不是当然强调这些力量和方面之间的互动

是一个关键变量。 
3 作者在研究生期间，最开始被教授的是不同的学派以及一些方法，而不是这些基础范式。我想，大多数

其他学生和作者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是遭遇）是基本一样的。 
4 重要的是，人们只能相对评价不同学派的优缺点。毕竟，即使最受诋毁的学派也抓住了一定的社会现实，

尽管相当有限（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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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范式。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剖析社会科学几个重要的学派，

从而试图证明对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不完全的组合是不同学派的基础，以此

阐明本研究的贡献。这一部分还强调，这些学派没能抓住社会现实的重要方面，

主要因为它们是基础范式的不完全组合。结论部分在其强调本文一个明显的含

义：要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对基础范式进行合理的综合是必不可少的。 
 

一、必要说明 

在深入讨论前，有必要作出以下说明： 
第一，本文将在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主义（scientific realism）”（Harre 1986; 

Boyd 1989; Sankey 2001）意义上讨论社会科学。5也就是说，我讨论的社会科学

对社会科学秉持以下三个核心信念。（1）真实、客观的物质或观念世界独立存在

于个体的观察和思考之外。“科学实在主义”承认，人们的精神活动是社会现实的

一种形式，人们的行为和无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无结果）塑造社会现实。

然而，“科学实在主义”也认为，社会现实独立存在于观察者的思考、观察和行为

之外：比如，我的精神活动是真实的，无论你相信与否。（2）科学（自然科学或

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和在可能的时候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

的一部分）。6（3）最后，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准确地认识世界，但假以时日，

我们能够逐步积累一些真实的知识。 
第二，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和“社会实体(social 

entity)”作为方便的标签。和科学现实主义的精神一致，“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
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真实的东西、机制或者是过程。“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可
以被观察、理解和诠释。因此，我这里关于“社会力量”和社会学中通常用的“社
会力量”的定义是不同的：在社会学中，“社会力量”通常仅仅是指社会和社会组

织能够对行为体产生影响。 
第三，尽管我将明确地提出某一个社会力量相对另一个社会力量拥有本体论

的优先性,但本文却只能稍微谈谈本体论的优先性/重要性和认识论的优先性/重
要性这一颇为棘手但却是核心的问题，详细的讨论只能另辟专文。简单地说，如

果力量 B 最终不能够脱离力量 A 而起作用，那么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

论上的优先性。因此，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关于在广义上，那个力量更加根本的

这样一个问题。与此相反，本体论的比重则是在不同情形下不同：如果力量 A
相比力量 B 对构成某一社会事实的贡献多，那么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

的本体论的比重。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是由本体论的比重所决定的：如果力

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的本体论的比重，那么力量 A 就应该被赋予相对力

量 B 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显然，将这两个维度（本体论和认知论）

结合起来会造就一个相当复杂的图画。比如，仅仅因为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

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力量 B 就一定比力量 A 在造就某一个特定的社

会事实的贡献小。这样一来，即便我们知道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论上

的优先性，我们也不能直接认为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一定拥有更多的认知论上

                                                              
5 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中（第 902-903
页），译者们将“scientific realism”译成“科学实在论”。作者认为，还是翻译成“科学实在主义”更为贴切。这

主要是因为“科学实在主义”是一种立场，而不是一个大理论。也请见该辞典中第 857-8 页关于现实(reality)、
(realism)实在论/实在主义的讨论。作者感谢李江春在这一名词的翻译上的有益讨论。我还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发展的分析框架也有助于评价规范性社会科学（如道德理论）和“反科学实在论社会科学”的优缺点。 
6 理解的含义比解释广。“科学实在主义”近期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讨论，参见 Manica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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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但是，本体论上的比重也不是唯一关键的问题：那些忽略了拥有本体论

上的优先性的范式的理论一定从根本上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综合了多少那些

缺乏本体论优先性的范式。 
第四，本文不讨论过于方法论的问题（如测量、预测、解释、诠释、解构、

归纳、演绎和还原等），而主要关注本体论问题和以本体论差异为基础的认识论

问题（比如，在试图理解特定社会事实该运用哪些基础范式）。这是因为笔者确

信，如果我们不首先明确无误地理解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再多的方法论也不能

使我们走得很远：本体论先于认识论，认识论先于方法论（Bhaskar 2007; Bunge 
1996, 242-3; Wight 2006）。那种认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分歧是认识论上或者甚至

是方法论上的分歧的观点是错误的（如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Wendt 1999, 38-9）。 

第五，我并不声称我是第一个意识到以下这些基础范式的人，可能除社会进

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外。许多社会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或多或少的意

识到了这些基础范式 (特别是 Bunge 1996; 也请见 Hallpike 1986, 24-8; Elster 
1989a; Collins 1994; Wendt 1999, 22-40)。 不过，现有的讨论忽略了一些基础范

式(比如“生物决定主义”和“反社会化范式”),对一些基础范式的讨论则存在着错

误（比如“和谐范式”和“冲突范式”)。与此同时，一些范式（比如“社会化范式”
和“社会系统范式”) 被强调得不够而一些范式被过于强调了（比如理性思考，它

只是社会化范式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最为重要的是，此前没有一位学者意识到

所有以下的这些基础范式，更谈不上对他们都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了。 
第六，为了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明晰和精确的定义，我故意用最纯粹的形式

来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显然，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见第二部分以下），

大多数单一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是极端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而这正是我这样

做的真实目的：通过揭示为何这些基础范式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是那么得不合

理，本文将有力地证明，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必须把不同的范式有机地

综合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这些不同范式只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不相容，本

文也将有力地证明，不同范式确实相容，因而它们之间的有机综合确实可行，而

不仅仅只是值得期待。 
第七，我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除了一少部分极端例子，如

Parsons/帕森斯）并不持有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极端立场。事实上，这些不同基础

范式的极端立场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即便是他们的最忠实追随者也不能够坚持这

些极端立场。7 因此，我以下列举出的追随不同基础范式的大部分例子应该被看

成是“基本符合”而不是“绝对符合”。 
第八，本文只是一个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派进行更广泛和深入评论的蓝图和

基础，——但仅仅如此。对任何一个学派的评论要做到彻底，我们必须阐述清楚

1）这个学派运用和遗漏（或低估）那些基础范式，2）然后阐明基础范式的特定

组合所具有的相对优缺点。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我只能讨论一些根本问题。本

文只能简单讨论各范式，并提及一些极其有限的学派。要更详细考查社会科学主

要分支学科中诸多学派的各种优缺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者只能在计划中的专

著中完成。 
第九，虽然本文明确呼吁社会科学中需要更合理的综合，但我并不提倡建立

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实际上，本文的讨论将充分表明，社会科学注定是“碎裂

的”科学，因为观察不同社会事实的不同社会科学家将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同时

                                                              
7 Bunge (1996, part C) caught numerous (and fine) examples of these inconsis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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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们各自认为合理的，方法来组合各种基础范式。 
第十，虽然很多基础范式和学派已经被贴上其它标签，而且其中一些还是由

于误解所致，8但因篇幅所限，我只能另文探讨这些标签的妥当与否，本文仅使

用本人认为最适当的标签。 
 

二、九种基石性范式 
 

十一种基础范式可以分为二大型：基石性范式(bedrock paradigms)和整合性范

式(integrative paradigms)。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

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这一

部分将以最纯粹的形式阐述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持有的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

从而明确表明他们不同的认识论偏好明确或不明确地事实上是基于他们在本体

论层次上的不同假定。 
 

（一）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第一组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该二

分法的内容涉及：在本体论上，是物质力量还是观念力量拥有优先性？二种范式

在本体论层次的不同假定相应地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认识论偏好。9 

1、物质主义 

 在本体论上，物质主义持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即使我们不得不发明认知

标签和认知理解去描述客观物质性的事物和事实，这些事物和事实是独立存在于

我们的认知之外的。第二，甚至需要观念输入的“社会事实”也不能没有物质力量

的输入而存在。换言之，观念力量总是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起作用，并受物质力

量限制：我们无法逃离物质世界。在上述观点基础上，物质主义进一步指出，物

质力量在本体论上具有超越观念力量的优先性，尽管它也承认，观念力量存在于

人类社会之中而且是需要正视的重要力量。 
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优先性上的立场很容易证明。第一，物质力量可以独立存

在于观念力量之外，观念力量却不能。毕竟，在（智）人出现前，这个星球不存

在观念力量：一切皆为物质。第二，甚至人类在产生观念后，也不能完全逃离物

质世界。毕竟，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的大脑由物质材料构成。 
在认识论上，物质主义明示或蕴涵二个原则。第一，用物质力量解释社会现

象总比用观念力量好。第二，只要有可能，人们应该把观念解释还原为物质解释。 
物质主义最突出的例子包括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现实主义宣称，物质权力而非观念力量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国家普遍追求

物质权力（Niebuhr 1960[1932]; Morgenthau 1985）。历史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

性的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上层建筑主要是观念的。 

                                                              
8 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84, 23-4）和杰克·奈特（Jack Knight 1992）都将功能主义等同

于进化方法。而事实上，对人类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进化理论明确拒绝功能主义（Hallpike 1986, 第 2 章; 
Haines 1998）。 
9 笔者认为，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二分法优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idealism）二分法，因

为 idealism 也被用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分法之中，指“乌托邦主义”（即人，从而人类社会总体上能由

善念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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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念主义 

在本体论上，最极端的观念主义提出二个观点。第一，在本体论上，观念力

量（相对物质力量而言）持有优先性。稍弱的观念主义可以表述为：观念力量至

少具有与物质力量相同的本体论优先性，因为观念力量不能还原为物质力量。第

二，观念力量直接影响人类行为——通常不依靠物质力量，所以，观念力量最终

决定人类社会的结果。总之，我们世界更重要的力量是观念的，而不是物质的

(Wendt 1999, 24)。 
在认识论上，观念主义有二个原则。第一，因为观念力量直接影响人类行为

并从而产生社会结果，所以用观念力量解释社会事实总比用物质力量去解释社会

事实好。第二，观念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解释）无法还原为物质力量及其解释，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试图追问观念从何而来，而只需要说“我们的大脑产生观念”。 
在其最极端的形式，观念主义在本体优先性上的立场显然不堪一击，所以，

观念主义者大都用二种招数为他们的主张进行辩解。第一种招数是提出如下虚假

三段论：“因为我不得不发明诸如地球、星星、太阳这样的标签来标示那些（假

设为真的）物质性的事物，而这些标签由我发明（而且它们不存在于我的心灵之

外），所以，外部世界没有真实之物。真实之物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德里达

（Derrida）就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物。”（Derrida, 引自 Burr 2003, 82; 另
见 Rorty 1998, 87, 90）10第二种招数最受社会建构主义者青睐。它认为，物质力

量在本体论上不具有超越观念力量的优先性，因为观念以某种方式“建构”物质力

量，或者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相互建构（如 Wendt 1999, 第 3 章）。11 
观念主义者通常使用认识论的招数来掩盖其路线，他们最喜欢信誓旦旦地宣

称，某一特定观念（或者是一组观念）大体决定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果，却不告诉

我们观念最初源自何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观念的解释中，物质力量一般都渐

渐消失。于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58）说新教伦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精

神。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9, 第 6、7 章）则断言，在国际政治

中，一种无政府状态向另一种无政府状态转变，需要国家间观念或文化发生变化，

但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国家要改变观念。有关制度、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影响

行动者行为的诸多文献也可归入此类（如 Almond and Verba 1963; North 1990; 
Johnston 1996）。 

 

3、走向综合 

人类社会由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组成。因此，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物

质主义和观念主义基础之上。纯物质主义理论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人类创造观念；

纯观念主义理论也同样站不住脚，因为一个人即使认为观念起作用，也仍然需要

解释观念如何存在，如何起作用。而除非我们准备接受无限回归，否则我们就别

无选择而只能考虑用物质世界来解释观念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如何起作用，

为什么起作用。12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机地综合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10 显然，这一立场源自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 
11 对温特的深刻批评，参见 Palan (2000)。有关社会建构主义的其它招数及其遭受的批评，参见 Norris (1997); 
Hacking (1999); Boghossian (2006)和 Wight (2006)。 
12 换言之，纯观念的解释不可能是真正内生的。当然，让观念停驻于客观的、物质的世界之上并不是要把

观念还原到生物学、化学或物理学层次。上文第一部分已谈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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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另外撰文指出，只有社会进化方法才能够有机地综合物质力量和观念

力量。这是卡尔·波普尔和多纳德·坎贝尔“进化的认识论”（(Popper 1979; Campbell 
1974a）的精髓。其要点如下：（1）物质力量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相对于

观念力量来说）。（2）观念的形成以物质为基础，受到物质的限制；观念是（物

理环境和人类智能都起作用的）“人工选择”的结果。（3）然而，观念又可以反过

来可以通过人类行为改变观念环境和物理环境。（4）尽管人类永远无法完全重塑

物理世界，人类改变后的物理环境也将改变人类自身生物进化的环境。 
 

（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第二组基石性范式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Bunge 1996, chap. 9; see also Lukes 1968; Coleman 1990; Collins 1992; and Udehn 
2002)。13 

 

1、个体主义 

在本体论上，个体主义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个体组成集体。第二，集体

的特征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除个体的特征之和以外，集体没有额外的或独

有的特征（米尔, 转引自 Bunge 1966, 243; Coleman 1990, 5）。第三，即使集体具

有某些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几乎不影响个体行为，从而几乎不影响社会结果。 
在认识论上，个体主义断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

理解个体以及个体行动如何一起成为集体：在个体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把个体简

单相加起来而不能理解的。由于集体特征——如果有的话——几乎不影响个体行

为，从而几乎不影响社会结果，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大可不必理会集体

特征。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个体主义要么忽略群体，要么根本认为群体并非实

体，因而与理解社会无关。这样一来，个体主义都明确或不明确地采取还原主义

方法论——把群体还原为个体——也就不奇怪了（Collins 1981; 1992）。 
极端个体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它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是独

立的和（有限）理性的。理性选择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是社会学、

政治学中另一种突出的极端个体主义（见下文第四部分）。在社会学中，詹姆斯·科
尔曼（James Coleman 1990）和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 1994）都坚持极

端个体主义立场。在政治学中，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1996, 717）使用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个体互动”理论来研究种族冲突。

他们认为，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与两个个人之间的冲突并无二致，这也是极端个

                                                              
13 个体主义曾被称为“原子主义（atomism）”。有人称集体主义为“整体主义”或“机体主义”，也有人错误地

把集体主义看作“结构主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法与微观和宏观的二分法不同。

科林斯（Collins 1993）和科尔曼（Coleman 1990, 第 1 章）似乎都将这两个二分法等同起来。微观和宏观

二分法只是一个好用的标签，但在本体论层次上并没有真正抓住任何东西。微观、宏观属于分析层次，因
而纯粹是认识论问题。相比之下，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反映了以本体论层次的差异为基础的认识论差异。

而正如科林斯（Collins 1992, 80-81）自己所说，即使在微观层次，也有仅存在于集体中的结构。例如，人

们可以研究一个或多个村庄，这是相当微观的。不过，如果人们寻求个体之上的东西，就落入集体主义之

中，尽管做的是微观分析。从本质上看，布迪厄（Bourdieu 1990[1980]）的工作就是这样。同样，福柯探讨

权力的微观物理现象，但他用的是集体主义，因为他对权力的结构更感兴趣（Foucault 1990[1976]; 1980; 
1986）。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极端的个体主义理论，甚至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也是如此。关于个体

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较早的讨论，见 Bunge 1996, chap. 9。也请见 Lukes 1968; Coleman 1990; Collins 1992; 
Udeh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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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的立场。在政治理论中，个体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古典（经济和政治）自

由主义（如 Hayek 1967; 1973; Berlin 2002, Rawls 1971）。 
 

2、集体主义 

在本体论上，集体主义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虽然个体组成集体，但集体

具有额外的特征，而不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14 更具体地说，集体包含个

体间的相互依存、群体/集体认同和社会结构，这些都是独立的个体所没有的

（Turner et al, 1987, 第 2 章）。因而，集体不能还原为个体简单之和：集体是真

实的实体。第二，虽然集体内的个体生成集体的特征，但是，集体特征一旦存在

就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塑造、有时还主导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结果。

我套用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 1934, 635-6）的话，就是：集体特征虽是人

的创造物，但一经创造，便有自己的生命。15 
在认识论上，集体主义坚持二个原则。第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

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群体、认同、结构、文化和规范）以及这些特征如何随着

时间的推移改变和产生社会结果。第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集体

特征如何影响甚至支配个体行为。还原主义把集体还原为集体中个体的简单之

和，集体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立场。 
所有强调集体的学派，不管是把集体当作理解社会现实的行动者还是始点，

都坚持集体主义。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集体主义认为，集体通常有自己的逻辑、

灵魂或理性等。温特（Wendt 1999）和乌登（Udehn 2002）把集体主义称为“整
体主义”，纽曼（Neumann2004）则称之为“机体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极

端形式，整体主义把集体视为有机体，因而在本质上使群体由抽象变为具体。孔

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

（Spencer 1891[1860]; Durkheim 1984[1893]; Parsons 1951; Merton 1968），它明确

指出，社会是有灵魂、道德观、逻辑和目的（终极目的/telos）的有机体。对于

功能主义来说，社会是有机体，促使个体直面社会需求。个体这样做时，社会就

能在几近完美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有机整合，像一个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有机

体那样运转。 
因为（社会）结构是集体（如群体、阶级、共同体、社会等）的一个组成部

分，只存在于集体之中（Turner et al., 1987, 第 2 章），所以，社会科学诸多学科

中的结构主义也是集体主义的一种（Parsons 1937; 1951; Merton 1968; Skocpol 
1979; Giddens 1979; 1984; Bourdieu 1990[1980]）。16毫不奇怪，所有有关集体理论

的著作都极其重视行动者和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如 Giddens 1979; 1984; 
Wendt 1999）。17 集体的某种特征能塑造个体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结果。强调这

                                                              
14 虽然阿彻（Archer 1982）的“突现特征”一词也抓住了由个体之间互动而突现的集体特征，但笔者还是避

免使用这一术语，因为“突现特征”可以来自任何互动（如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之间的互动）。换言之，“突
现特征”触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15 高层次之物依靠低层次之物，却无法反过来影响低层次之物，这一普遍现象，坎贝尔（Campbell 1974b）
称之为“向下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16 结构有多种定义，这里采用（也为大多数人引用）一个制度性的定义：结构是凝聚社会的制度系统（主

要是观念的）。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通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个例外，其结构几乎

是纯物质的（Waltz 1979）。有关如何定义结构的讨论，参见 Porpora (1998[1989]), Lopez & Scott (2000)和
Wight (2006, 第 4 章)。确实有些人（如帕森斯、默顿）交替使用“结构方法”和“系统方法”。但这样的做法

是不妥的，因为社会结构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7 显然，行动者必须具有在本体论上超越社会结构的优先性，因为行动者至少部分是物质的，而结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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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的理论，从“社会资本”（Putnam 2000; Fukuyama 1995）、制度/结构（North 
1981; 1990）、（民间或战略）文化（Almond and Verba 1963; Johnston 1995）、文

明（Huntington 1996）、伦理/道德观（Weber 1958）和阶级“意识”（Marx and Engels 
1848, Lukacs 1971[1920]）到集体利益和认同（Wendt 1994; 1999; Legro 1996），
均属集体主义理论。18 

 

3、走向综合 

至少在一段（非常）有限的时期里，一个个体可以不依靠群体而生存。相比

之下，集体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二个以上个体而存在。而且，集体差不多都必需一

些纽带——通常以制度结构的形式出现——来团结个体，而制度结构几乎都是纯

观念的。比较而言，个体独处时是纯物质的。上述二点事实表明，相对于集体来

说，个体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不过，作为个体，我们人是无能的捕食性动物，所以，我们个体的人难以长

久存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过群体生活：从人类早期开始，群体就成为我

们“自然环境”的一部分（Caporael & Baron 1997）。这样一来，正如社会心理学“最
小群体范式”所有力揭示的那样（有关评论，参见 Tajfel 1982），群体分类、认同

和生活就必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Brewer 2004; Caporael 1997; 
Brewer & Caporael 2006）。这一本体论事实表明，要理解人类社会，个体主义和

集体主义不可相互攻讦：在其纯粹的（极端的）形式上，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都

显得不够充分，或站不住脚。 
由于个体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如果排除个体主义的贡献，集体主义不

可能行得通（Collins 1981; 1993, 84-5; Lukes 1982, 16-7）。纯集体主义理论本质上

完全忽略集体行动、意识形态、政治进取精神、（政治）动员、群体内和群体间

冲突、统治和合法性等（North 1981, 61-2; Oberschall 1978, 295-7）。最为根本的

是，纯集体主义理论完全忽视个体的利己性，其所描绘的人性图景是错误的（见

下文）。因此，功能主义必须暗示，个体不是利己的。相反，它们共同把社会看

作健康机体：个体毫无生气，只是内化社会不得不提供的任何规则和规范（Collins 
1992, 87-9; 1994, 198-203）。同样，以阶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

命理论也必须暗示，由于阶级成员之间存在阶级“意识”，他们要采取集体行动是

没有问题的。 
纯个体主义理论也站不住脚。有关个体行为的任何理论（如果不是在生物学

层次）都假定存在某种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只能在集体内才能够发生。甚至

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所谓的纯个体主义“经济人”理论也不得不含蓄或明确地

假定，存在着某种社会结构，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计算（Granovetter 1985）。这样

的话，虽然在一些非常有限的环境中，个体主义可以忽略集体主义，但在大多数

时间里，个体主义无法让我们走得很远。 
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同样需要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有机综合结合

起来。现在的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机地综合两种范式。简言之，正确的综合方法应

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9（1）个体组成集体，从而具有在本体论上超越集体的优

                                                                                                                                                                                   
是纯观念的。 
18 由于这些实体主要是（如果不纯粹是）观念的，其理论就几乎必然更具观念主义色彩，然而，请注意，

研究个体间规范、制度和秩序出现的理论不必定是集体主义。事实上，这些理论通常以纯微观经济的个体

主义方法为基础（Hayek 1967, 66-81; 1973, 19, 35-6, 43; Elster 1989b; Ostrom 1990）。 
19 邦基（Bunge 1996，chap. 10）的关于“系统主义（systemism）”的讨论接近我这里的讨论。但是，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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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性。由此，所有集体主义理论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包括个体层次的假定。（2）
集体具有额外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之和：集体不能还原为个体简单之和。（3）
个体发明、使用物质材料（如冲突、庙宇和纪念碑）和观念材料（如观念、仪规、

认同、规范、制度和文化）来凝聚集体。（4）然而，这些源自集体的特征一旦出

现，以后就会反过来塑造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结果：个体和集体之

间的信息流动是一个封闭圈，而不是单行道。（5）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

需要理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即个体行动如何形成集体以及集体如何塑造个

体）；而这种互动（行动者——结构问题多有讨论，但仅是其中一部分）是人类

社会进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见下文）。 
 

（三）人性：生物进化、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没有人性假设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存在：不管怎样，所有社会理论都假定存在

某种人性。20有关人性的讨论从社会理论中几乎彻底消失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

要么掩耳盗铃，认为人性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是天真地认为不需要对人性有基本

理解也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因而，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安心把人性留给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或心理学去研究。但事实上，人性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回

避的棘手问题。社会科学若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就无法深入研究：所有的社会

理论都或多或少的对人性作出些假定。然而，由于人性异常复杂，作者只能另文

深入探讨。这里，笔者只阐述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及其认识论含义。 
 

1、生物进化决定论 

 在本体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提出四个观点。第一，生物进化曾是造就人性

的最关键（如果不是唯一的）力量。第二，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生物进化曾赋

予人的心灵某些特有的特征：人的心灵从来不是一块“白板”（Pinker 2002）。第

三，生物进化赋予的这种人性是普遍的、根本的，他们不能够被社会化所完全消

除。第四，人性中由生物进化决定部分的二个最大驱动力曾经是生存和繁衍（Buss 
1995）。 

在认识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试图仅仅依靠生物进化、特别是生存和繁衍的

驱动来揭示、解释心理特征。生物进化决定论主要的解释机制是生物进化的核心

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21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早期应用——通过自然选择去理解人和人类社会——

导致一些粗陋形式的生物决定论出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社会斯宾塞主义/达
尔文主义(Social Spencerianism/Darwinism)，它成为种族主义、地缘政治和纳粹主

义的知识基础的一部分。近期应用则是社会生物学及其相对更成熟的成果——进

化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排斥基因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早期

粗陋的生物决定论有进步。但是，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仍然是生物进化决定

                                                                                                                                                                                   
地认为系统主义只能够用来综合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比之下，我认为“社会系统范式”能够用来综合所

有九个基石性范式（见下面的讨论）。 
20 需要强调的是，人性不是人类行为本身。人类行为是至少三种决定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内部驱动力、外

部环境和行动者的决心。人性关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和人类某种行为的内在潜力（如吮、吃等）。这里，笔

者不强调后者。很显然，只有一部分人性（如抽象思维）是人类独有的（Buller 2005, 第 7 章）。 
21 显然，生物进化赋予的人性硬核有多大，不同作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于是，在人类行为的形成中，对于

要给社会力量（如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留出多大空间，学者们也含蓄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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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因为它们仍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或主要推动力（如 Wilson 
1975; 1978; Cosmides and Tooby 1992; Buss 1995）。22 

2、社会化范式 

 与生物进化决定论相反，人性的社会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都认为，社会力

量是塑造人性（因而也包括人类行为）中更居主导地位的力量。这二种范式仅在

哪种社会力量更居主导地位方面有所区别。 
在本体论上，社会化范式坚持两个相互关联的立场。第一，人类行为从根本

上受到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的制度和文化（没有或有权力的支持）的限制。

第二，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个体强烈要求顺服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的制

度和文化的驱动。而个体的顺服和适应社会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

础。 
在认识论上，社会化范式主张，对个体行为的最好解释来自社会对个体行为

的限制和需求，以及个体顺服社会、从而在物质和心理方面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理

性）强烈要求。相应地，个体顺服和适应社会就可以解释社会稳定。 
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化范式的一种

极端形式。对于功能主义来说，（大多数）个体愿意把社会化内化，以适应社会

需求；通过这种途径，大多数个体在社会上都将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发挥适当的

作用。 对于功能主义来说，个体必然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 
 

3、反社会化范式 

 在社会化范式看来，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

社会却是一个压迫者：正是社会阻止人类获得（天赋的）解放/自由。 
在本体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社会化限制人的自由，

如卢梭的名言所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ousseau 1973[1762], 
181）第二，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反抗主流社会系统（即社会规范、权力、知

识等）的强烈要求驱使。第三，这种反抗的愿望是引起社会变化的终极驱动力（当

然，要通过实际的反抗行为），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反抗的愿望最终将给人类带

来解放。 
在认识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原则。第一，对行为体的行为的最好解释

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和个体反抗社会的愿望。第二，如果行为体还没有反抗，那么，

我们必须求诸控制、“虚假意识”和权力/知识（Gramsci 1992-1996[1926-1937]; 
Foucault 1980）。第三，行为体是否反叛和反叛是否成功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变

迁。 
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社会如何驱使行为体反抗社

会，行为体如何努力打碎社会强加的锁链，从而埋葬他们的社会。因此，反社会

化范式天生有一种“批评的”或“负面的”精神：理性（或者思考）就是（为了）反

叛或革命。。因此，按照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60[1941]）、让—

                                                              
22 接受布勒（Buller 2005）的办法，笔者用大写的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P）来标示进

化心理学范式，而用小写的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来标示一个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比社

会生物学更巧妙一些，因为它强调生物学通过进化的心理机制来影响人类行为，而社会生物学直接从生物

学跳转到行为（Cosmides and Tooby 1995; Buss 1995）。当然，在这些进化心理学家出现差错时，他们也含

蓄或明确地承认，自然选择不是形成人类心理的唯一机制；而我们的一些心理机制是由社会进化而来（即，

是为了完成社会目的）。这样一来，他们就等于承认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都在起作用（如 Buss 1995, 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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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 引自 Kirtzman 1988, xiii）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77 [1972], 208）23的观点，反社会化范式总是暗含着变革甚至是革命

的精神。反社会化范式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葛兰西等）、“法兰克

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如尼采、福柯、

德勒兹）。24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反社会化范式认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进行批判性思考，

但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反对主流社会秩序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因为这是我们本性的

一部分。“权力精英”受益于主流社会秩序，他们没有任何批判的冲动（Mills 
1956）。其他人在社会压迫系统中只是过分操持生计，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因

为他们被“虚假意识”和权力/知识（Gramsci 1992-1996[1926-1937]; Foucault 1980）
胁迫（Weber 1978）、吓阻（Bachrach and Baratz 1962）和渗透。 

4、走向综合 

 毫无疑问，生物进化是人性最根本的部分：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必须有物质基

础，而且这一基础只能由人类祖先（即前智人, pre-Homo habilis）的生物进化来

提供。这部分人性取决于生物进化，从而基本上是无法被抹去和普遍的。这一部

分的人性显然相对社会化和反社会化部分的人性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在直立人(Homo erectus)之后，我们的祖先开始生活在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中，

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人类群体生活之初，制度结构稀薄，社会化的力量

相对弱小，反社会化甚至更弱。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结构越来越密集和紧凑，社

会化压力就越来越广泛和强大。25而社会不断增加的制度化或“理性化”（这里使

用批判理论的术语）必然导致更多反社会化——社会化和反社会化之间存在辩证

关系。因此，相对反社会化，社会化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但不太多。 
生物进化决定论的问题非常明显：它不考虑——至少不充分考虑——社会力

量。今天的人和人类社会是社会进化的产物，而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自然选

择不可能单独解释一切（甚至也许不是主要的）人类行为的驱动力。26的确，正

如笔者另外撰文更详细讨论的那样，来自人类智能（却仍受到物质力量制约）的

人工选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更强有力的选择性力量，因为人们形成的观念越来

越多。 
社会化范式的问题在于它过分强调社会化过程，从而导致二个严重错误。第

一，它通常暗示人类心灵是一块“白板”，从而否认一部分人性不能被完全社会化。
27 第二，它拒绝承认，不断增加的社会化必然促使（一些）行为体走向反社会

化。 
反社会化范式的问题则在于它过分强调反社会化过程，好像社会没有向个体

提供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反社会化范式还贬低如下事实：社会需要某种社会化，

                                                              
23 马尔库塞著作的标题是“理性和革命”，萨特这样写道：“知识分子生存的目的是关注革命的原则”，福柯

则说：“[理论（或作为发展理论的实践）]就是与权力作斗争，旨在揭示和削弱最隐蔽和最阴险的权力。”
在这里，我要强调，我并不一定赞同这些人士的观点。我只是拿他们作为反社会化范式的例子。 
24 显然，反社会化范式一定是坚持冲突范式的（见下文），而生物进化决定论和社会化范式可以与冲突范

式或者是和谐范式相容，但是，反社会化范式与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范式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和谐范式

与冲突范式之间的差异（见下文）。 
25 这几乎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制度通常由权力缔造和支撑（笔者未发表的著述）。 
26 大多数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者都没有发现这二个学派的这一根本问题。相反，他们更多地是

谈论后者经验方面的缺陷和方法论问题（如 Kitcher 1985; Buller 2006; Richardson 2007）。 
27 因此，暗示同样一立场的另一个办法是认定“离开了文化，就没有所谓的人性。”（Geertz 1973, 69）对这

种观点的全面的批评，参见 Pink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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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个体也必定被社会化，因为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完全抵制社会化时，没有社

会可以（长期）存在。 
当社会科学家试图理解人性时，他们面临挑战依旧是如何将人类行为的三种

更广泛驱动力——前述三种基本范式已作阐述——综合在一起。笔者将另外撰文

更详细论证，只有社会进化范式能担当此任。在这里，我只强调有关人性的社会

进化理论的五个原则。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我们首先要承认人性有三种广义的

驱动力，对此，前述三种范式已作阐述，这三种范式的任何单独一个都无法把人

性解释清楚。第二，人性的三个大方面是相互作用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第三，

在人类行为的不同领域，这三种人性的广义驱动力的比重各不相同。因此，一种

特定的人类行为驱动力有多重要，我们无法事先确定。第四，显然，如果由生物

进化决定的那部分人性本质上具有普遍性，那么，要解释大多数跨越不同社会的

多元化人类行为，我们就不得不主要依靠社会化与反社会化之间的互动，尽管我

们不能忘记他们的互动受到由生物进化决定的那部分人性的支持和限制。第五，

因为人类在不断创造新的观念，社会化和反社会化的多样性几乎都是无穷尽的。

这样一来，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也是无穷尽的，我们也就不可能发展一个关于人性

的完备理论，尽管我们可以了解人性的众多侧面。 
 

（四）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最后一组基石性范式是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28在一定程度上，这二种范式

可源自前述七种基本范式。例如，在加上物质的和象征以及观念的商品的有限供

给，以及人类个体、群体的自我中心本性（即自私）时，29我们很可能被引向冲

突范式。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承认，由于单个人是无能的捕食性动物，我们注定

要相互合作（通常在固定的群体中）以求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必定认为，人类之

初绝对需要某种合作。因为这二种范式都捕捉了某些本体论层次的现实，从而抓

住人类社会的某些根本性东西，所以，笔者仍将其列为基石性范式，尽管它们稍

逊于其它七种基石性范式。 
 

1、冲突范式 

在本体论上，冲突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第一，通常，行动者（即个体或个

体组成的集体）都是由不同利益的，因而，他们之间就常常出现利益冲突——大

部分是真实的，但有时是想象的。第二，行动者往往诉诸实际冲突——即斗争、

武力威胁和实际使用武力——以促进他们的利益。紧接前二个假定，第三，大多

数社会结果都是由行动者的冲突行为所导致。 
在认识论上，冲突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有利益冲突而

且最后往往导致真实的冲突，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

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揭示行动者真实的或想象的利益冲突。第二，

从为了促进行动者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冲突行为。第三，把社会结果理解为

行动者的冲突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 
                                                              
28 冲突论已被广泛接受，尤其在社会学中。比起现有的其它二分法，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二分法更好地阐

明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Tang 2009c。 
29 在这里，我明确强调从社会进化的眼光看，作为人性一部分的自私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因为自私对于（个

人）的生存是必须的。显然，自私可以导致好的结果（比如，提动经济增长），也可以导致坏的结果（比如，

金融危机）。再次强调，我只能在别处详细讨论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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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范式最典型的代表是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社会学、国际政

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福柯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冲突范式较为极端的派别，

它认为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阶级冲突是人类历史的终极驱动力（Marx and 
Engels 1848）。同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78）强调多种支配性力量（如

权威、合法性、法律、秩序等）塑造社会。与此相似，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

认为，国际政治注定是冲突性的：国家（或者由行动者组成的其他集体，如团伙、

部落和酋邦）最后往往走向战争，战争创造人类历史（Niebuhr 1960[1932]; Carr 
1939; Morgenthau 1948; Diamond 1997; Tilly 1990）。最后，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

主义主张，权力无处不在且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 Foucault 1980; 
1990[1976]）。因此，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抵御权力的侵蚀。 

 

2、和谐范式 

在本体论上，和谐范式隐含或明示三个核心假定。第一，行动者之间的利益

普遍是和谐的，或者至少在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要比利益冲突来得更多。
30第二，即使在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者也将普遍避免冲突，而选择协调与合作

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紧接前两个假定，第三，大多数社会结果是行动者之间

的合作与协调行为，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提高集体福利所导致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和谐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

和谐的，而且最后往往导致合作与协调（如果不是完全和谐的话），来理解社会

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揭示

行动者的共同利益，包括他们追求利益和谐的强烈愿望。第二，甚至在行动者有

利益冲突时，我们也要去试图发现行动者的合作与协调行为，因为他们渴望促进

共同利益，使利益冲突最小化。第三，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合作与协调行为

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社会学中的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功能主义学派采纳了和

谐范式的第一个本体论假定。功能主义假定，个体之间的利益普遍和谐，因此，

社会是一个“幸福大家庭”（Darhendorf 1968, 176-7）。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受到

新古典经济学启发的新制度经济学（如 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 1985）——
采纳和谐范式的第二个本体论假定。该理论主张，甚至在行动者有利益冲突时，

他们一般也会讨价还价，以解决利益冲突，为共同获益而寻求帕累托最优。从根

本上说，这一学派承认有利益冲突，但不承认有实际冲突。 
 

3、走向综合 

作为个体，我们不得不依靠物质材料生活，有基本需求（更不用说其它非基

本需求）。于是，个体最关心自己的生存，因而都是自我中心的或利己主义的。

在过去的 11000 多年间，随着人口增长（Diamond 1997; Kramer 1993），物质资

源必然变得稀缺。的确，即使物质商品供应不受限制，我们也渴望得到象征地位

的商品和地位商品（如声望、地位），而这些商品注定是有限的（Hirsch 1977）。
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肯定会有利益冲突，而不是利益和谐。虽然利益冲

突并不自动引发实际冲突——因为合作确实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另一种途径——

                                                              
30 然而，和谐论的理论家们往往承认，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利益冲突，如果它们不是微不足道的

话，因为人性中的自私与生俱来，假定行动者之间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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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类历史曾极度充满血腥，更不用说低度暴力行为（Diamond 1997）。因此，

冲突范式相对和谐范式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不过，人们之间确实存在这一定（甚至很多）共同利益，而且人们经常可以

通过合作来避免冲突，促进共同利益。这在同一群体内尤其普遍，但在二个群体

之间有时也是对的。这样，和谐范式也捕捉了某些社会现实，尽管可能比冲突范

式少。社会科学家们再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机地综合二种范式来解释社会结

果。 
这二种范式的有机综合可能如下。在本体论上，我们必须承认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行动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与利益和谐，而且二者往往共存，尽管利益冲突

常常超过利益和谐。第二，行动者既冲突也合作。第三，因此，社会结果是冲突

与合作的共同产物。换言之，冲突与合作相互交织，而合作也有可能是在冲突的

阴影下实现的。 
在认识论上，我们要遵循二个原则。第一，仅仅因为行动者有利益冲突并不

意味着他们注定要发生实际冲突。同样，仅仅因为行动者有共同利益也不意味着

他们要进行合作或协调。接下来，第二，我们不能假定实际冲突一定由利益冲突

所致，或者合作与协调一定由利益和谐所致。相反，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果都需

要认真探求其特殊原因。 
 

三、二种整合范式 
 二种整合范式是社会系统范式（social system paradigm, SSP）和社会进化范

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在其最完整的状态，社会系统范式能够整

合九种基石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内部变动的方法。而社会进

化范式在社会系统范式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

统大转换的方法。 
 

1、社会系统范式 

 即使使用上述的九种基石性范式或它们的综合形式，我们仍然缺少一个充分

理解人类社会内部动态（dynamics）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把九种基

石性范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范式（在其最完整的形式上）。这就是社会系统

范式。31 
    在本体论上，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包括它们各自拥有

的观念）、社会结构（即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

空间）组成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包含九种基本范式所讨论的全部力量。32 
在认识论上，社会系统范式主张，我们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系统只能用系统方

法去理解。33 更确切地说，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九种基石性范式中的每一种都

                                                              
31 任何时候，只要二个单元存在并相互作用，就存在系统（Jervis 1997, 6），由此之故，“系统（论）”这一

标签是社会科学中被引用最多、因而最被滥用的标签。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派都是九种基本范式的不完全

综合形式，但几乎所有这些理论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某种程度的系统论，因为它们研究二种或更多力

量之间的互动。“系统范式”也可用于非社会系统（如太阳系、史前生态系统）。因此，笔者使用社会系统范

式一词以示与其它所有的“系统”理论或学派相区别。 
32 显然，社会系统范式包含已经讨论很多的行动者——结构问题，因为行动者——结构问题只构成社会系

统变动（很小）的一部分。显然，社会系统也超出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如群体、组织）的范围。 
33 最系统地从认知论和方法论上讨论社会系统范式的人是杰维斯（Jerv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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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某些本体层次的现实，但不是全部。为了理解人类社会的动态，我们需要

有机地综合九种基石性范式。 
在方法论上，社会系统范式首先接受将前述四组基石性范式综合的基本原

则。更重要的是，社会系统范式试图将九种基石性范式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强调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捕捉到的九种力量/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帮助我们

理解和解释特定社会事实的不可或缺的独力变量。当然，社会系统范式坦率地承

认，九种力量/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比复杂，只有进行认真细致的实际研究才

能充分理解特定的社会现象。 由此，社会系统范式告诫我们，不要使用简单化

的方法理解社会，如寻求简单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线性思维，试图

给出特定力量的比重，把个体因素引起的效果累加起来理解整体等。相反，我们

要用互动、反馈和路径依赖等来理解社会动态。在探讨社会结果是，我们需要寻

找间接/直接、延时/及时、无意/有意和可观察/不可观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只

关注直接/立即/有意的/可观察的结果（Jervis 1997）。 
 

2、社会进化范式 

 社会系统范式使我们得以理解社会系统内部的动态，但却不能让我们理解系

统的大转换（transformation）。要理解社会系统的转换，我们需要社会进化范式。
34 
 在本体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声称，人类栖息的社会系统必定是一个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进化的系统。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穿越时间的社会进化（作为一

种现象）的产物。社会进化范式进一步主张，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九种基本范

式阐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有时间跨度。 
在认识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坚持三个原则。首先，社会进化范式认为，可以

用进化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而进化方法的核心是突变——选择

——遗传机制。事实上，社会进化范式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能用进化方法才

能获得充分理解：社会进化范式是用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体现。第二，用

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只是停留在形象比喻上，也不能是照搬生物进化

方法的。第三，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解释机制应该是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

心机制。 
社会进化范式给社会系统范式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

相应地就包含了所有基石性范式。这样，社会进化范式就具有社会系统范式的所

有特征，但还可以解释社会系统在穿越时间时出现的转换。因此，社会进化范式

是社会科学的最终范式。 
 
 

四、解剖社会科学的学派和理论 
过去数十年间，社会科学的重大学派之争——通常聚焦于何者更有效，从而

集中在何者更具有认识论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

                                                              
34 很多人士都呼吁过要用进化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却没人清楚阐明社会系统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理解人类社

会的真正进化论（如 Blute 1997; Liberson and Lynn 2002; Hodgson 2002）。笔者只能另文详细探讨作为一种

现象和一种范式的社会进化，这里只需强调，其他人把进化思想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努力大多失败，结

果导致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学、人种改良学和社会生物学出现。而事实上，正确理解的

话，社会进化范式明确拒绝所有这些误用，并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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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不过，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这些不同学派的相互抵触的优越性之争。 
基于前面的讨论，这一部分将解析社会科学中一些为大家所熟悉的学派，并

揭示这些学派确实是基础范式不同组合的产物。笔者将尽可能地用一目了然的表

格来比较这些学派对上述基础范式的不同的组合情况，但不得不忽略详细的讨论

和文献引用。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虽然一些学派确实比其它学派更好，但是，

还没有一个学派做到了组合所有的基础范式，更不用说把它们有机地和进化地综

合起来。而这一事实是它们只能非常有限的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

的讨论能够给这些不同学派之争带来更加清晰的解读。这样一来，我前面的讨论

的用处也就得到了印证。 
一个学派对社会的理解能力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决定： 
1、这个学派整合了多少种基石性范式？ 
2、该理论包括了那些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吗？ 
3、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整合了基石性范式？换言之，该理论包括社会

系统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4、对于寻求解释社会变化的学派而言，该学派包括了社会进化范式的一些

要素吗？ 
前三个维度基本上决定一个学派抓住或遗漏多少社会现实。显然，在其他都

一样的情况下，忽略基石性范式越多的学派，遗漏的社会现实越多。如果二个学

派运用了同样的基石性范式，那么整合有机程度越高的学派捕捉到的社会现实越

多。但是，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

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别的基石性方式。第四个维度决定一

个学派对社会内部变动的阐述有多好： 假设其它条件相同，社会进化色彩浓厚

的学派对社会变化的阐述要好于社会进化色彩稀薄的学派。 
 

（一）社会学：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 

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及韦伯）冲突学派之间的争论早已硝烟散

去，但是这一争论却并没有真正的结果，因此这一争论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

问题：和谐与冲突，稳定和变迁(e.g., Darhendorf 1968; Lockwood 1956; Van den 
Berghe 1963; Wrong 1961)。在前面的讨论的基础上，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试图更加

完整地，从而更加确定地呈现为何功能主义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学派而韦伯冲突学

派是这三个学派之间更为有效的学派。 
功能主义明确或不明确地主张，社会的完整是通过规范体系（即观念结构）

来维系的。功能主义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结构本身以权力——有时还是残暴野蛮的

权力，而且至少一部分是物质权力（即军队、警察、官僚等）——为依托。功能

主义因而大大低估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观念主义理论。功能主义还

是一种纯集体主义理论：它视社会为有机体。个体只是边缘性的角色。其次，功

能主义只强调人性的社会化部分，而将反社会化贬低到到只有用“反常（anomie）”
尴尬的标签来掩盖的地步。再次，功能主义事实上没有给生物进化决定的那一部

分人性留出位置。最后，功能主义尤其重视和谐，而把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边缘

化：对功能初以来说，社会对所有的个人和阶级都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表 2
对此进行了概括）。因为功能主义遗弃了如此多的基石性范式，它注定捕捉不到

许多社会现实。更有甚者，因为功能主义遗弃了如此多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

基石性范式，功能主义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有根本缺陷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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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韦伯的冲突论整合了前述大多数基础范式，但社会进化范式除外

（这部分是因为韦伯拒绝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思想，Roth 1978）。因此，在三种

理论中，韦伯主义冲突论捕捉到的社会现实最多。 
甚至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也比功能主义表现更佳，这部分是因为它强调冲突而

不是和谐。然而，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捕捉到的社会现实少于韦伯主义冲突论。这

主要是因为前者主要是集体主义而后者既是个体主义又是集体主义。关于个体主

义和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更接近功能主义：前者假定存在着阶级成员间

的集体意识，而后者假定存在着全社会意识。 
另外，尽管二者均暗自承认一些人类行为受生物进化驱动，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

反社会化，而韦伯主义包含了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就社会系统范式而言，韦伯主义冲突论是三种理论中最好的，因为它整合了

大部分基石性范式，马克思主义紧随其后。就社会进化范式而言，功能主义是极

端静止的理论：在功能主义视域中，系统不可能转换。韦伯主义冲突论的进化色

彩远胜于功能主义，尽管韦伯本人想使自己远离斯宾塞的伪进化论。马克思主义

冲突论比功能主义更有进化的味道，但却不如韦伯主义冲突论。 
 

（二）理性选择方法：力量有限、野心无边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或许再没有比理性选择方法（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RCA）更能唤起人们激烈的讨论了。35 一方面，它的捍卫者声称，理性选择方

法不仅是“有用的虚构”，而且是“奇迹制造者”。36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不同领域

里诋毁它的人抗议说，理性选择方法对理解社会生活的作用有限（如 Bunge 1996, 
chap. 14; Somers 1998; Shapiro 2004; Walt 1999），他们指责理性选择方法是经济

学帝国主义的恶魔化身，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有一个方面稍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

（见表 3）。 
理性选择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纯物质主义理论：的确，它大体上与人类行为的

观念主义理论不相容。37 然而，人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建构的（因而也

是历史建构的），这种社会建构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情感和观念的影响。 
理性选择方法还是纯个体主义理论。与其新古典经济学的根一样，理性主义

方法假定行为体总体上是自主的或“原子的”（Granvetter 1985）。在理性选择方法

看来，集体只不过是原子的个体之和（Coleman 1990, 5; Fearon and Laitin 1996）。
即使理性选择方法不得不承认集体间或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如制度、文化或认

同），这些特征通常也是在理性选择方法无法做出解释时进行事后解释的结果。 
在人性层次，理性选择方法只承认社会化范式的一个方面：人类行为仅由物

质得失的（弹性）理性计算驱动。不过，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比理性选择方法愿

意承认的多得多（如荣誉、地位、贪婪、恐惧和种族中心主义等），而很多因素

无法纳入理性选择方法的模型之中。近来，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

                                                              
35 尽管许多人把“理性选择方法”称作“理性选择理论”，但其实这是不恰当的。“理性选择方法”是一个学派

或方法，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36 有关这一双重辩护的诸多问题，参见 MacDonald 2003。尽管许多学者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帝国主

义的恶魔降临，理性选择理论有一个方面确实稍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见表 3）。 
37表面上看来，人们可以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从中获得快感”这样的逻辑来强调理性选择方法与观

念主义相容。但此举将抵消理性选择方法的解释力，使其逻辑出现循环，从而不可能检验任何解释(Bunge 
1996, esp. 366-370)。Raymond Boudon 的“认知理性主义” 试图将观念主义合理性选择结合起来，但即便他

也承认这样做所带来的逻辑循环问题 (Boudon 1998,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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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家承认自身理论有缺陷，并且提出了吸收了一些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
（Elms 2008），但（行为）经济学家愿意承认的这种心理学非常有限。迄今为止，

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理论都局限于前景理论所说的“损失厌恶症”（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86）。但是，人类的心理远远比前景理论所

描绘要复杂得多。更糟糕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不可能讨论由反社会化驱动的人类

行为。 
在冲突与和谐方面，理性选择方法表现稍好。尽管其理论根源——新古典经

济学几乎是纯和谐理论，但理性选择方法与和谐和冲突二者都相容，它也可以用

来研究社会冲突。 
在社会系统范式方面，理性选择方法的表现糟透了。它遗漏了很多基石性范

式，因而对大量的社会系统视而不见，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方法的特征。在进化方

面，理性选择方法至多也只是伪进化论：一旦达到均衡，除非有外力推动，否则

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因此，理性选择方法不可能为任何社会变化提供内生

性的解释。事实上，由于理性选择方法根本不讨论行动者行为的社会背景，从而

也不讨论为行动者行为的历史背景，它是反进化的。 
经过一番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选择方法不是奇迹制造者，而只

是有用的虚构，而且其作用极其有限。作为一种遗漏这么多基础范式的理论，理

性选择方法不会使我们走得很远，实现充分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果的目标。由

此可见，理性选择方法的力量非常有限，但不幸的是它的野心却很大。 
 

结论性评论 
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

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因为社会科学不同学派整合的基础范式数

量有限，所以，这些学派必定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在真正的意义上，不同学

派的支持者就象“盲人摸象”寓言中那些可怜的盲人一样：每个学派都相信自己掌

握了人类社会这一奇怪动物的全部真理（或者至少是最核心部分），却没有认识

到自己只是触摸到其中一部分（Thompson 2001, 3; 另见 Fay 1996）。更糟糕的是，

这些学派的大多数支持者不愿意承认本学派的局限性，也不愿意承认需要整合自

己心爱的学派外部的范式。这样一来，那些呼吁更广泛的综合的声音被普遍忽视，

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即使我们要综合不同学派，如果不了解组成不同学派的各种基础范式，

我们也无法妥当地综合。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前曾有许多综合不同学派或

理论的提议和尝试，然而，总体来看，这些各种尝试都必定有缺陷，因为它们试

图综合的学派通常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认为基础范式之间不相容，因此，这些范式

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在其极端形式上也不相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有

从各种基础范式入手，架通它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才有可能综合不同学派。

通过阐明基础范式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然后揭示社会科学中由这些基础范

式错杂组合而成的不同学派，本文不仅指出过去综合不同学派的尝试普遍失败的

原因，从而也就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真正综合。 
虽然有限的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一些特定的社会事实，但是，为了充分

理解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虽然

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考虑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但是他们最终必须自己决定使用

哪些范式去解答他们需要解答的社会事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评价、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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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看待他们心爱的解释框架的潜力和局限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会

发现，把更多范式融进自己的分析框架而非死守先前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只有

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探求分析框架变成理解的绊脚石（Hirschman 1970）。 
至于我们该运用那些基础范式来理解特定的社会事实，我们应该遵循四个大

的原则。第一，不要对自己的框架过于坚持：不同的社会事实经常需要这些基础

范式的不同组合，而且在多数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比我们预想要多的基础范式。

第二，不要忽视那些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范式：任何忽视这些范式的学派都

仍将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该学派运用了多少其他的基础范式。第三，我们面对

的都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因此，系统的方法（特别是社会系统范式）是

必需的。第四，对于要理解社会变迁，一个运用了社会进化范式的社会进化方法

是理所当然的。 
 

 

表 1: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第一维度： 

物质和观念 

第二维度： 

个体和群体 

第三维度： 

行为的驱动力，

三个层次 

第四维度： 

和谐与冲突 

反社会化 观念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化 

和谐范式 本体论优先性 

较少的范式 

 

 

具有本体论 

优先性的范式 

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 生物进化决定论 冲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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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学的三大学派 
 

 功能主义 马克思主义 韦伯主义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观念主义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

也强调阶级意识、意

识形态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

也强调意识形态的合

法性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即把社会

当作有机体） 

集体主义（即把阶级

当作基本的行动者）

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人性：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只有社会化 大部分是反社会化

（如异化、矛盾、冲

突），暗含生物进化 

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暗含生物进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强

调阶级内部的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有

和谐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

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

过多基石范式 

相当有限，因为遗漏

过多基石范式 

三个学派中最好的，

因为整合了大多数基

石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

的？ 

反进化：系统不能改

变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

化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

化 

 

 

 

表 3  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政治学和社会学）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人性：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

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

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冲突非常有限 与冲突、和谐相容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

范式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

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的？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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